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身份尴尬与身份辩护：劳务派遣员工组织身份发展过程 

作者：李路云、贾良定、张熠婕、魏良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论文通过 30 余位不同行业派遣员工访谈数据的质性资料，对劳务派遣员工“组织身份”

的“双元性”和“动态性”特征进行剖析，形成用以理解这类员工“组织身份”发展过程与

理论机制。研究具有一定的新意与价值。以下是一些建议，仅供参考： 

 

意见 1： 

论文的理论出发点以及文献梳理与聚焦点不明晰。论文的核心研究概念是（劳务派遣员

工）“组织身份”（“作为一名劳务派遣员工，我是谁”）相关问题研究，但实际上，这个概念

的界定存在混淆，组织身份通常是指某个组织的 identity，即组织内（绝大多数）员工对于

“作为一个组织，我们是谁”的理解，它是组织层面的概念，一般来说是大多数员工共同对

组织的理解，而不是某个员工对于自己角色的理解与发问。因此，论文研究的实际上应该是

个体身份（identity）与认同（identification），或者角色身份或认同等等，是个体意义上的而

不是组织层面上的，和“组织身份”（organization identity）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建议作者对

此进行明确，然后对个体层面的身份与认同概念、相关理论进行详细文献梳理，并对相关或

现有研究进行辨析，从而界定出论文合适的科学问题。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老师的意见，指导我们进一步梳理文章涉及的理论和主要概念（见表 1），

明确本文的研究问题。下面我们将从（1）组织身份的概念及本文的定义（2）组织认同的概

念，以及（3）本文的研究问题三个方面来回复您。 

（1）组织身份的概念及本文的定义 

回顾以往文献，我们发现组织身份这一概念主要有两个层次的来源。首先，在个体层面，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和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SCT)，组织身份是个体社会身份的一种 (Ashforth & Mael, 1989; Hogg & Terry, 2000)，源于

其作为组织成员的知识或信念(Ashforth et al., 2008; Hogg & Terry, 2000)
1。这些知识或者信念

可以是归属于组织及所带来的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Hogg &Terry, 2000)，也可以是关于组织

核心性、独特性和持久性的特征(Harquail & King, 2003)，可以是主观建构的，也可以是客观

存在的 (Ashforth et al., 2011) 。微观层面的组织身份基于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

(microsociological)的视角(Pratt, 1998; Hogg et al., 1995)，描述了个体在群体层面(group level)

的自我(self)及自我概念(self-concept/conception)，通过组织来定义自我，即“作为组织的一

                                                             
1尽管一些学者认为“组织成员(group member)”也是一种角色，但身份理论家关注的是离散的角色，如工

人和父母，聚焦嵌入社会网络中的牵连的角色之间的影响，如父母-孩子，这并非是本文的研究范畴。因

此，我们不再赘述身份理论中涉及的组织身份概念。 



名成员，我是谁”2
(Ashforth et al., 2011; Brewer & Gardner, 1996)。而在自我的个人层面

(individual level)，对应的是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源自个体特殊特征(例如，身体属性、

能力、心理特征、兴趣)(Ashforth & Mael, 1989)。通过个性特征来定义自我，例如，我是一

个有志向的人。 

表 1 组织身份概念举例 

 

在宏观层面上，组织身份是组织作为一个实体(entity)或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的属性，

它回答了“作为一个组织，我们是谁”，描述了一个组织核心、独特和持久的特征 (Albert & 

Whetten, 1985; Corley et al., 2006)。此时组织身份对应的实体(entity)是组织，在分析时将组

织当作一个研究单位 (Ashforth et al., 2011; Corley et al., 2006)，探索的是组织作为一个实体

或社会行动者的本质(essence)(Ashforth & Mael, 1996)。 

本文研究中，我们主要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将组织身份限定在微观层面，

定义为个体作为组织成员的知识或信念，这种知识信念涵盖了个体感知到的价值、意义、组

织特征等(Ashforth et al., 2008; Hogg & Terry, 2000)。Sluss 和 Ashforth(2007)也曾就类似问题

与审稿人探讨，他们最后将涉及的概念限定在社会认同理论，将组织身份看作个体社会身份

的一种。在修改稿中，我们参照了这一做法。 

“Albert and Whetten (1985) conceptualize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s the central, distinctive, 

and enduring attributes of an organization qua organization. …Given our interest in the 

individual, our focus will be restricted to the SIT conception of the collective level” 

（2）组织认同的概念。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组织认同是个体用组织来定义自我的程度(Ashforth et al., 2008)
 3，

反映了自我与组织融为一体(oneness)，归属于组织的感知，以及由此展现出的情感、行为等

                                                             
2自我(self)在群体层面或者集体层面也称为集体自我(the collective self)，对应的是个体的社会身份(Brewer 

& Gardner, 1996)。在 Ashforth et al. (2011)的文章中，用团队(teamwork)来举例集体自我，“我是团队一员

(I am a team member)” 
3文献中经常涉及到个体或组织成员对组织产生认同，我们很少看到相反的情况(Pratt, 1998)，即组织作为

实体对其他目标或对象产生认同。因此，我们认为组织认同通常指个体层面上，组织成员对组织产生的认

同。 

分析层次 命名 文献来源 组织身份概念或定义 

微观/个体层

面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Hogg & Terry, 

2000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self-conception as a member of a particular 

organization)” 

Bartel, 2001 “Individuals identity as a member of a particular work organization (i.e.,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Haslam & 

Ellemer, 2005 

“One can argue that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 social identity associated 

with membership of a given organization or organizational unit)”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Dutton, 

Dukerich, & 

Harquail, 1994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refers to the beliefs of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organization member.……Th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identity-a member's beliefs about the distinctive, central, and enduring 

attributes of the organization”  

Construed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Harquail & 

King, 2003 

“By distilling and representing that individual member’s beliefs about the 

central, distinctive, and enduring characteristics of an organization, OI 

established the organization as a unique entity that is psychologically 

meaningful to that individual. OI, therefore, is construed” 

宏观/组织层

面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lbert & 

Whetten, 1985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s the central, distinctive, and enduring character 

of an organization. 

  Whetten, 2006 “The concep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is specified as the central and 

enduring attributes of an organization that distinguish it from other 

organizations.” 



(Ashforth et al., 2008; Cooper et al., 2021)。微观层面的组织身份告诉了个体“我是谁”，那么

组织认同则表示个体会在多大程度上从组织层面来回答这一问题。组织认同程度越高，意味

着个体将组织（如组织原型所具有的特征、组织成员资格蕴含价值意义）内化为自我概念的

程度越高(Sluss & Ashforth, 2008)，越倾向于将组织特征视为个体身份特征(Ashforth & Mael, 

1996)，做出符合组织成员身份的行为(Thatcher & Zhu, 2006)。 

基于以上概念辨析，我们将本文涉及的概念限定在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明确

本文聚焦个体层面的组织身份和组织认同（见修改稿第 1 页）。 

“作为一名劳务派遣员工，我是谁”并非对应“组织身份”这个概念。原文对这部分的

阐述确实存在不足，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我们对此进行了修改（见修改稿第 5 页）。 

（3）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是一个现象驱动的研究。研究问题的产生源自现实中派遣员工对其身份归属的困惑

——“我到底属于哪里”，以及他们如何解决身份困惑（现实问题）。这一现象驱使我们进行

了广泛的文献阅读，发现社会认同理论及自我分类理论中的两个概念，即“组织身份”和“组

织认同”，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员工如何认识自己与组织的关系，看待自己在组织中的位置

(place within an organization)。结合社会认同理论及自我分类理论，我们进一步剖析了派遣员

工的组织身份，发现派遣员工的组织身份是双重的，而且具有互补性和动态性特征。由此本

文的现实问题理论化为：员工如何管理具有互补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组织身份（理论问题）。 

带着现实问题和对应的理论问题，我们又回到了文献中，梳理了劳务派遣员工的研究和

双重身份及身份工作(identity work)的研究。以往关于劳务派遣群体的研究忽视了派遣员工双

重组织身份互补性和动态性特征，且尚未有研究对劳务派遣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进行刻画。

我们不清楚派遣员工关于“我到底属于哪里”的实质内涵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困惑，

这种困惑是否都被解决了？是如何解决的？在双重身份的文献中，主要关注的是具有独立、

交叉和嵌套关系的双重身份。而身份工作研究，大多探究的是单一组织情境下多重身份的管

理策略，而劳务派遣员工涉及的是两个组织情境、两个组织身份。而且，现有的管理策略大

多针对具有交叉和嵌套结构的双重身份，并未涉及到具有互补结构的双重身份的管理策略。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能够更好的回答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本文从派遣员工个体层面出

发，将本文研究问题聚焦为：劳务派遣情境下，员工具有互补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组织身份如

何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员工如何管理出现的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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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 

个体的身份或认同，事实上是可以存在多种形式或特征的，此即身份的多重性，最简单

的身份多重性就是同时兼有两种身份，这在理论与现有研究中并不是什么特别难以理解或新

鲜之点，因此，对于研究劳务派遣员工“身份”两重性，需要对现有研究进行明确辨析之后进

一步更加聚焦值得关注的细致问题点，而不仅仅是“身份”两重性就是一个很有价值与重要意

义的理论问题（不论是对劳务派遣员工还是什么类型的人员）。 

回应： 

非常感谢您中肯的意见，指出了我们在研究问题聚焦上的不足。诚如您所言，仅仅关注

派遣员工组织“身份”双重性（即两重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

蕴含的互补结构和动态性。原文在关于组织身份“双重性”、“互补性”和“动态性”的阐述

上缺乏层次性和清晰度，并没有突出派遣员工组织身份的特殊性及本文研究的价值。下面我

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派遣员工组织身份的特征及现有文献的不足，以说明本文研究的重

点和本文研究的价值。  

 

（1）派遣员工组织身份的双重性是最基本的特征。自与派遣单位签订合同、派遣至用

工单位起，派遣员工就拥有了两个组织身份：派遣单位组织身份和用工单位组织身份，双重

组织身份使得他们既区别于用工单位中的直接雇佣员工，也区别于派遣单位的内部员工，是

派遣员工组织身份最基本的特征。少数学者已经意识到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相关因素均会对

派遣员工的自我认知或态度产生影响(George & Chattopadhyay, 2005; Martini et al., 2020)，但

现有关于派遣员工组织身份的研究大多仍然聚焦单一的组织身份或组织认同，忽视了派遣员

工双重组织身份这一基本特征。 

（2）双重组织身份蕴含的互补结构是最独特的特征。以往关于双重身份的研究中，主

要探讨了双重身份的结构关系及相互影响(Ramarajan, 2014)。在结构关系上，可以分为三类：

独立、交叉和嵌套(Brewer,1999;Vora & Kostova, 2007)（见图 1）。派遣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

存在互补关系，这是以往双重身份及身份工作研究未进行深入探索的。这种互补关系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两个组织身份共同构成了劳务派遣员工身份。具体而言，正是由于“我



是劳务派遣单位的一名员工（派遣单位组织身份），我也是用工单位的一名员工（用工单位

组织身份），才使得我是一名劳务派遣员工”。两个组织身份缺一不可，保证了劳务派遣员工

组织身份的完整性。 

其二，两个组织身份相互补充和依赖。派遣员工与劳务派遣单位的互动，主要是为其工

作提供保障的辅助性活动，派遣单位组织身份应该与生存保障和稳定性的知识或信念有关

(need for survival/safety)。派遣员工与用工单位的互动是工作主要活动，影响职业发展，用

工单位组织身份与自我价值和自我成长的知识或信念有关(self-worthiness/growth)。由派遣单

位组织身份感知到的稳定性和安全感为用工单位组织身份感知到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增强提

供基础；而由用工单位组织身份感知到的又会进一步巩固派遣单位组织身份的感知。两个组

织身份相辅相成，促进派遣员工在劳务派遣形式下的长远发展。 

（3）双重组织身份蕴含的动态性是不可忽视的特征 

劳务派遣员工的组织身份具有明显的动态性。派遣员工的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地点会随着

派遣任务的变化而改变。而且，由于不同用工单位的用工需求差异较大，导致与派遣任务相

关的薪酬、工作内容、派遣时间等不同，使得其在进入每一个派遣任务过程中，会建立和发

展新的双重组织身份。这种动态性暗含着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例如雇佣时间不确定性、工作

地点不确定性、收入不确定性等。在实习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劳务派遣公司通常会与派遣员

工签订 2 年的劳动合同，未来是续签还是结束聘用，对于派遣员工而言都是不确定的。但是，

现有关于劳务派遣员工的文献却较少涉及到这一点。 

基于此，具有互补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组织身份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是回答派遣

员工身份困惑“我到底属于哪里”的基本前提。但是现有的关于劳务派遣的文献和双重身份

以及身份工作的文献，均不能直接解释具有这种特征的双重组织身份如何发展，员工如何处

理出现的身份困惑。因而，本文聚焦劳务派遣员工，致力于探索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的发

展过程及身份管理策略。 

我们在修改稿第 2 页，“2.2 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的特殊性：互补性和动态性”进行了

相应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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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 

请详细与明确界定论文中“身份”的“双元性”是指什么意思？论文中第 2 页写道：“因此，

派遣员工的两个组织身份是成出现，具有“双元性”特征”——同时兼具两种身份，就是“双元



性”吗？是上面第二点所指出的两重“身份”是一回事情吗？还是另有其他含义？（“身份”）

“双元性”是自己给出的一个术语与概念，还是理论中已有的术语与概念。如果这一点不明确

详细辨析与强化论述，论文中所有的论述与理论贡献都无法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回应： 

您的这条意见也是我们团队思考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十分感谢您指出了学术用语规

范和严谨的重要性。我们重新阅读多重身份(multiple identities)以及双重身份(dual identity)的

文献，结合本文研究对象——派遣员工的组织身份，认为“双元性”本质上还是“双重性”，

指派遣员工同时拥有两个组织身份。原稿件中使用“双元性”这个概念，是结合了汉语意思。

汉语中“双”具有“成对”的意思，而“元”具有“基本要素”的意思。双元性表示派遣员

工组织身份“成对存在，由两个要素构成”的基本特征。然而，在管理学研究中这样命名缺

乏严谨性和说服力，且容易引起读者误会，也不利于与以往文献对话。因此，我们在修改稿

中将“双元性”统一修正为“双重性”。 

 

意见 4： 

事实上，对于质性研究，取样并不一定在于多（34 名），而在于样本的深描与深挖上。

但是，文中的质性分析留有较多未涉及但却很有可能或明显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的点，例

如，所遣的员工在用工单位工作时间长短（表 2 也未给出这方面的任何信息）会不会影响研

究结果（一个工作了 1 个月和一个工作了 5 年；或者协议工作时长一个是半年、一个是 3

年）？再例如，劳务派遣人员可能会不会学历普遍较低？年龄较小？大多数会不会主要从事

简单技能型工作，这些人员的特征会不会本身就决定了某种研究结论特征？会不会收入平均

较低从而决定了其对工作的认同感受的某种特征？等等。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和建议。我们将您的问题分成两部分来回答：（1）本文取样为什么是

34 名劳务派遣员工？（2）当前工作派遣时间（即在用工单位工作时间长短）、学历、年龄、

岗位技能水平、收入等其他因素会不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 

（1）本文取样为什么是 34 名劳务派遣员工？ 

我们回顾了取样过程和数据分析阶段的工作日志，在一开始取样时，并未设定具体的人

数。这一做法符合 Corbin 和 Strauss(2015)关于理论抽样的观点。同时，他们还指出理论抽

样是一种建立在概念(concepts)基础之上的数据收集方法，概念本身来源于对数据的分析，

围绕概念的问题推动新一轮的数据收集，直到研究达到饱和为止，即没有新的概念或主题出

现时，取样停止。 

本文采用两阶段访谈的设计来取样遵循了理论抽样方法。总体上，访谈围绕“劳务派遣

员工双重组织身份如何发展及相互影响”（机制探究）这一宽泛问题展开，关注派遣员工如

何认识和理解双重组织身份，如何处理组织身份困惑等主题。随着访谈和数据分析地深入，

慢慢将问题具体化，细化到具体的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联系，并根据产生的新问题增加新的

访谈。例如，完成第一位受访者(编号 XZ-01)的初步分析后，这位受访者多次提到政府相关

的劳务派遣比起企业要规范很多，稳定。我们猜想，用工单位类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派

遣员工对组织身份的看法。因此，我们将用工单位类型纳入了随后的抽样标准中。随后的分

析发现，事业单位的劳务派遣中，事业单位通常处于主导地位，而派遣单位处于配合地位。

身份尴尬常常是由于派遣单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不匹配，用工单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匹配

引发的。辩护策略上倾向于采用身份隔离，从而促进双重组织身份实现。但是，随着分析和

讨论的深入，起作用的并不是用工单位类型，而是用工单位是否占主导地位。用工单位是否



为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身份辩护策略的选择，改变了双重组织身份发展路径，由此

发展出了新的概念“身份相对重要性”，用工单位类型并未纳入最终的模型。 

1）第一阶段的取样和分析过程 

在第一阶段我们围绕“劳务派遣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是什么？”、“双重组织身份如何发

展？是否存在变化？”这两个主题开展访谈和分析。共访谈了 9 位劳务派遣员工，前三位受

访者是经过第一作者的朋友介绍，其他 6 位受访者由前三位受访者介绍。每完成一个访谈，

研究者会对访谈文本进行初步分析，由分析获得的概念或者问题来确定新增受访者的特征。 

第一阶段访谈完成后，除了用工单位类型外，我们发现学历和年龄、岗位技能水平可能

也是重要因素。例如，那些毕业 3 年以内的本科生(年龄在 20~29 岁)，会经常提到目前的工

作只是过渡或者暂时性的(如编号 XZ-01、编号 XZ07)，他们在自我调整时，将自我与组织

的关系淡化；而年龄在 30~35 岁，学历是本科以下(如编号 XB-06、GC-09)的则倾向于长期

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工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自我与两个组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第

二阶段的取样时增加了 20~29 岁，本科以下学历的样本；30~35 岁，本科学历的样本。然而，

最后分析发现，20~29 岁的，无论是硕士、本科、还是本科以下的，均存在把劳务派遣看作

长期就业方式的情况(如编号 XZ29、SB27、CX32)；30~35 岁，学历是硕士、本科、专科，

也存在把劳务派遣看作短期就业方式的(如编号 XZ16、CX-24、QT12)。按照学历、年龄分

层的分析并没有呈现组织身份发展过程或结果的其他规律。本文研究中，学历和年龄并不能

直接影响派遣员工关于自我与双重组织身份关系的看法，也并不会改变组织身份发展过程的

机制。因而，学历和年龄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也并未纳入最终的模型中。 

在对这 9 位受访者的访谈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更加有趣的现象——当受访

者谈及对两个组织的看法，尤其是由组织身份产生困惑或者质疑时，常常会将两个组织身份

放在一起比较分析。我们猜测双重组织身份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或者互动，决定着派遣员工

对双重组织身份的看法。因而，我们决定在第二阶段的访谈设计中，增加“双重组织身份的

互动关系”主题的问题。 

2）第二阶段的取样和分析过程 

第二阶段的取样开始时，我们将用工单位类型、年龄和学历、岗位技能水平纳入抽样标

准。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发现，相较于未婚的受访者，已婚的受访者对组织身份稳定性的

预期似乎更高，而且往往将其会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因此我们又将婚姻状况纳入了抽样标

准。此阶段共获得 25 位劳务派遣员工样本。其中，线上视频访谈共计 18 人：14 人是通过

网络的方式招募，4 人是通过第一阶段的受访者介绍推荐。而且，考虑到访谈形式可能会影

响研究结果，我们根据抽样标准，选取了 7 人进行线下访谈。 

整个研究中，取样过程和分析过程是相伴随的，从文本到编码，再从编码到文本，不断

迭代。在完成第 30 位访谈者受访者的编码后，我们发现数据编码呈现的结构和主要概念已

经比较清楚和稳定。在对剩余的 4 个访谈文本进行编码时，新增数据没有改变原编码结构，

各类受访者的访谈内容开始出现大量的类似信息，在本研究的主题下不再有新的信息出现，

分析进入理论饱和阶段。因此停止增加访谈对象。 

另外，我们查询了以往发表于顶级或权威期刊的个体层面的质性研究文章，发现其样本

量在 30~65 之间（见下表所示）。在这些文章中也指出，取样结束（或理论饱和）是在“没

有新增概念或主题”时。本文样本量是 34，取样过程严格遵循理论抽样方法，符合质性研

究的取样过程。 

原稿中抽样过程缺乏详细的描述，我在修改稿中新增加了此部分的解释和说明（见修改

稿“3.1.1 访谈和问卷调查”）。 



表 2 个体层面质性研究样本量举例 

期刊 作者，年 研究问题 受访者人数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Sugiyama et 
al., 2022 

在以社会正义为导向的培训背景下，培训人员如
何利用自己的身份来跨越人口和文化身份的差
异？ 

41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Toubiana, 
2020 

个体如何去除对制度逻辑的认同，以及是什么影
响了这个过程？ 

444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Ladge et al., 
2012 

在怀孕的过渡期，女性如何构建和应对作为专业
人士和母亲的多重自我？ 

30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Petriglieri et 
al., 2019 
 

缺乏组织指导的独立工作者如何理解自我、身份
和工作？ 

65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Caza et al., 
2018 

拥有多重职业身份的个体如何在工作中培养和维
持真实性？ 

48 

Organization Science Koppman et 
al., 2016 

新兴国家离岸外包员工和他们的组织如何应对身
份威胁？ 

37 

南开管理评论 李晓华等，
2022 

技术类创业企业如何进行创业机会开发，为什么
不同类型的创业者会开发不同的创业机会？ 

32 

 

（2）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岗位技能水平、当前工作的派遣时间、收入会不会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 

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实际上在取样和分析过程中，我们考虑到了年龄、学历、岗位技能

水平、婚姻状况可能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但需要澄清的是，我们考虑这些因素，并不是

预先假设，而是在取样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因素可能会对双重组织身份发展过程产生

影响。这一做法也符合 Strauss(1987)关于开放编码的第四条指导原则5。 

下面我们按照以下顺序来进一步说明：1）年龄、学历、婚姻状况，2）岗位技能水平，

3）当前工作的派遣时间，4）收入 

1）年龄、学历、婚姻状况是否会影响本文研究结果 

首先，年龄、学历和婚姻状况在“（1）本文取样为什么是 34 名劳务派遣员工？”已经

详细阐述过，这里不再赘述。学历和年龄并不能改变或者影响双重组织身份发展过程的关键

环节，如双重组织身份期望，双重组织身份体验，期望-体验比较，身份尴尬，身份辩护等；

婚姻状况会影响双重组织身份期望中的养家求稳需要。我们在修改稿中增加了关于婚姻状况

的讨论（见修改稿第 10 页）。 

其次，您提到的“劳务派遣人员可能会不会学历普遍较低？年龄较小？”。我们对受访

者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见表 3。34 位受访者大多是本科学历(58.8%)，20.6%是大学专科，

14.7%是高中/中专学历，有 2 位受访者是硕士学历。受访者整体上学历并不低。年龄上，大

多分布在 20~35 岁之间(n=32)，在 20~25 岁(n=9)，26~29 岁(n=11)，30~35 岁(n=12)的数量相

差不多。对 2 位年龄在 36~39 岁受访者的访谈和分析过程中也并未发现特别不同的概念或者

关系。在本文研究中，年龄并不是影响双重组织身份发展过程以及研究结论的关键，比如出

现新机制。不过您的意见提醒我们在未来的实证研究中应该关注年龄，获取年龄范围更广的

样本，例如，增加 40 岁~50 岁、50 岁以上的劳务派遣员工样本。我们在修改稿的“6.2 局限

及未来发展”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见修改稿第 28-29 页）。 

最后，我们回顾了国内劳务派遣研究的文献，劳务派遣员工在年龄上分布上范围广，遍

布各个年龄段。例如，刘玉敏和李广平(2016)由“河南两家具有一定规模的派遣用工单位”

                                                             
4 其中 1 位被试为无效样本 
5 “The analyst should not assume the analytic relevance of any 'face sheet' or traditional variable such as age, sex, 

social class, race, until it emerges as relevant. Those, too, must earn their way into the grounded theory.” (pp. 32) 



获得的 302 个样本数据中，46.3%的劳务派遣员工年龄在 26~30 岁，35 岁及以下的劳务派遣

员工占绝大多数(93%)。Lin 等(2021)基于中国电信、航空、邮政业三个行业的 1184 名劳务

派遣员工样本的平均年龄是 27.07 岁(SD=4.97)。 

表 3 受访者基本信息描述统计 

性别 
男 

(n=19) 

女 

(n=15) 

   

年龄 
20~25 岁 

(n=9) 

26~29 岁 

(n=11) 

30~35 岁 

(n=12) 

36~39 岁 

(n=2) 

 

受教育程度 
大学本科 

(n=20) 

大学专科 

(n=7) 

高中/中专 

(n=5) 

硕士 

(n=2) 

 

婚姻状况 
未婚 

(n=20) 

已婚，无子 

(n=3) 

已婚，有子 

(n=11) 

  

用工单位类型 
事业单位 

(n=7) 

企业 

(n=26) 

高校 

(n=1) 

  

岗位类型 
行政管理 

(n=12) 

程序员 

(n=6) 

设备操作工 

(n=5) 

产品检测员 

(n=5) 

工程管理及其他 

(n=6) 

技能水平 
高 

(n=14) 

低 

(n=20) 

   

是否有派遣经历 
有 

(n=18) 

无 

(n=16) 

   

 

学历上，许多研究指出劳务派遣已经开始向高学历人群延伸(温俊平, 2013; 姚先国、冯

履冰, 2021)。越来越多的本科(钟云华、朱家德, 2019)，甚至硕士学历的求职者，会选择以劳

务派遣方式就业。例如，刘玉敏和李广平(2016)的样本中，35.1%的劳务派遣员工是本科及

以上学历，53.3%是专科学历。钟云华和朱家德(2019)向全国 31 个省份各行各业就业的大学

生进行调研，获得的 550 个样本中，有 22.5%选择以劳务派遣方式就业。 

遗憾的是，我们查阅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相关网站，关于劳务派遣员工人口统计的数据还停留在 2012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

《国内劳务派遣调研报告》。除此之外，并没有看到其他关于国内劳务派遣员工人口统计的

报告文件。因此，我们回顾了 2016 年6
~2022 年关于劳务派遣的文献，总结劳务派遣员工在

年龄和学历上的分布情况：整体上劳务派遣员工群体年龄在 20~35 岁年龄段，且学历以专科

和本科为主。本文 34 位样本基本符合这一情况。 

2）岗位技能水平是否会影响本文研究结果? 

和您的建议一致，我们也曾猜测岗位技能水平会影响双重组织身份发展过程。在第一阶

段的取样和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岗位技能水平要求高的受访者(如编号 GC-09)，在谈

及双重组织身份变化时，提到工作挑战或重要性带来的成就感和意义感，会增强对组织的认

同。而简单重复性的操作，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工作的热情消磨掉，逐渐产生对组织的

不满(如编号 XZ-05)。因此，在第二阶段的抽样过程中，我们也将岗位技能水平纳入到了抽

样标准。 

随着样本增多和分析深入，发展出了一些与岗位技能水平相关的标签，例如“工作技能

提升”、“工作技能下降”、“工作重复性”、“工作压力”、“工作培训学习”等。而且，我们确

实发现了，岗位技能要求高的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期望中，曲线成长需要的程度高，他

们的身份尴尬多是由于派遣单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匹配，用工单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不匹

配引发的。在派遣单位主导，且长期以劳务派遣方式从业的情况下，会采用身份比较的辩护

策略，促进双重组织身份实现。但是岗位技能要求低的派遣员工，却并没有发现类似或者明

显的规律。原稿件中并未对此进行深入讨论，是我们的疏忽。在修改稿中，我们补充了关于

岗位技能的相关讨论（见修改稿第 10-11 页、第 20 页） 

                                                             
6 2014 年 3 月起实施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要求，“用工单位在本规定施行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数量超

过其用工总量 10%的，应当制定调整用工方案，于本规定施行之日起 2 年内降至规定比例”。这对劳务派

遣人口统计影响是很大的。因而，我们的文献回顾从 2016 年开始。 



另外，您提到“大多数会不会主要从事简单技能型工作”。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

近年来，国内劳务派遣员工从事的岗位愈加多样化，从技术含量低的基础岗位（例如，流水

线上的操作工、保洁工）到技术或知识要求高的岗位（例如，软件工程师，财务管理人员）

均有劳务派遣员工的身影(李广平、司文涛, 2018; 吴建平、2017; 姚先国、冯履冰, 2021)。

本文样本中，有 14 位是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或者长期的从业经验，技能要求高，例如程序

员、工程项目管理员。20 位受访者中技能要求水平较低，例如行政管理、设备操作工、库

房管理员。 

3）当前工作的派遣时间是否会影响本文研究结果？ 

本文在访谈和问卷中收集了派遣员工“当前工作的派遣时间”。很抱歉，原稿件中并未

呈现这一信息，我们在修改稿表 2 中补充了这一信息（见修改稿第 7-8 页）。修改说明中，

我们在表 4 完整地展现了样本的基本信息。整体来看，34 位受访者的平均派遣时间是 10.5

个月，最长 20 个月，最短 6 个月。但是，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前工作

的派遣时间”对于双重组织身份发展过程的影响，在于时间的“催化剂”作用：双重组织身

份体验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才能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形成关于双重组织身份的知识

（对应二阶概念中的双重组织身份的情感实践、行为实践和认知实践）。在一定范围内，时

间越长，这种知识就越广泛和深刻。也正是由于有了切切实实的双重组织身份体验，派遣员

工才能去反思派遣前阶段的双重组织身份期望，对双重组织身份期望和体验进行比较。而这

一环节，是双重组织身份发展过程的关键之一，是身份困惑产生和身份管理策略的主要动因。 

本文样本中并未涉及到派遣时间小于 6 个月的，比如您提到“工作了 1 个月”。主要原

因是，本文研究探究的是双重组织身份的发展过程及这一过程如何处理身份问题。在单一组

织身份的情况下，组织身份发展过程可以归属于组织社会化的研究范畴。以往研究组织社会

化的学者建议新员工组织社会化过程会经历 6 个月的时间(Cable et al., 2013)。另外，第一作

者在劳务派遣公司实习的过程中，曾向一位专门负责派遣员工现场管理的市场经理咨询过，

她认为派遣员工适应新的用工单位，了解单位文化、价值观等，形成对组织比较稳定的看法，

至少需要 4 至 6 个月的时间。因此，要想捕捉到双重组织发展的完整过程，样本至少需要经

过 6 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取样时，对派遣员工当前工作的派遣时间进行了控制，即至少

是 6 个月。 

其次，您提到了“……一个工作了 5 年；协议工作时长……，一个是 3 年”。很遗憾，

本文 34 位样本中，当前工作的派遣时间最长是 20 个月，还不足 2 年。现实中，确实存在您

所提到的，在同一个用工单位派遣了 5 年的情况，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在实践中，这种派遣

模式与本文研究的派遣模式是不同的。本文关注的是最为经典的常雇型劳务派遣方式(曹可

安, 2018)，即派遣员工与一家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到一家用工单位；当派遣

任务结束后，派遣员工返回派遣单位，接受下一个派遣任务。即劳务派遣单位并不更换，用

工单位会随着派遣任务更换。 

为什么“工作 5 年”通常与本文关注的劳务派遣模式不同呢？在实践中，劳务派遣单位

往往会与派遣员工签订 2 年的劳动合同7，合同到期后，会自动续签 2 年。第二次合同到期

后，很少出现再续签的情况（超过 4 年）。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

明确“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派遣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8。

但现实中，派遣单位很少会这么做，尤其是对于一些小规模的派遣单位，成为“长久雇主”

（无固定期限合同）会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和成本。另一方面，多次续签会增加用工单位“将

                                                             
7 2014 年 3 月开始实行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中，明确要求“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订

立 2 年以上的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实践中，绝大部分劳务派遣单位会与派遣员工签订 2 年的劳动合

同，还有少部分不合法的，签订 1 年的合同，很少签订超过 2 年的。 
8 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 



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劳务派遣协议”的嫌疑。因此，在现实中，用工单位常常会通过

变更劳务派遣单位来规避风险，而一些派遣单位也会通过向用工单位介绍其他派遣单位来达

成与用工单位的合作，规避自身的风险。这种劳务派遣模式本身存在法律上的争论，与本文

研究所关注的经典的常雇型劳务派遣模式是不同的。您的建议，提醒我们应该明确限制本文

研究的劳务派遣模式，但原稿件中并未对此进行说明，我们在修改稿中第 3 页脚注 2 中进行

了补充说明。 

另外，你提到了“协议工作时长”不同的问题。劳务派遣这种用工模式涉及到了两种契

约，上文谈论了《劳动合同》，另外一个是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劳

务派遣协议》通常是针对一个派遣任务签订的，派遣期限是不能超过《劳动合同》的期限。

因而，《劳务派遣协议》的时间通常不超 2 年。本文发展的“劳务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动

态发展”模型，实际上也是刻画了派遣员工在一个派遣任务当中的组织身份发展过程（见修

改稿第 24-25 页）。 

不过，您的建议激发了我们关于“当前工作的派遣时间”的新的思考。我们重新回到了

那些过往有派遣经历的访谈文本中，我们猜测有过往派遣经历的派遣员工，可能存在派遣时

间超过 2 年的。幸运的是，我们发现受访者 GC-09 和 CX-21 存在派遣时间是 2 年的经历，

受访者 CX-25 曾经有 4 年经历9。我们通过微信联系到了这两位受访者，让他们围绕“双重

组织身份如何发展以及如何解决出现的身份问题”这个主题详细讲述了过往的派遣经历。在

对文本的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新的概念或关系。双重组织身份期望和体验的比较仍然是

身份问题及身份管理策略的前因。 

4）收入是否会影响本文研究结果 

在本文研究中，收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考虑因素。在数据编码和分析过程，我们围绕收

入贴了很多标签（如“期望收入稳定”“工资数额高”、“工资发放稳定”、“五险一金健全”、

“节假日补贴多”、“住房压力”、“温饱压力”），发展了与之相关的概念（如，“满足家庭基

本开支”、“暂时缓解个人生存压力”，“养家求稳需要”）。 

但是，这些是定性的描述，是派遣员工对收入的感知。在原始数据收集中也未获得定量

的数据，这是我们的疏忽。在此轮修改中，我们追访了 31 位10派遣员工的收入水平的定量

数据（见表 4）。绝大多数受访者的月收入在 3000~5000 元区间上(51.6%)，5000~10000 元占

29.0%，2000~3000 元占 12.9%，10000~20000 元占 6.5%。按照四个区间的分层分析和比较，

我们发现月收入最低的受访者，即 2000~3000 元，双重组织身份期望中，养家求稳需要程度

较高，情感实践中不安全感较为突出。比较有意思的是，表达曲线成长程度高的，并非是月

收入最高的，而是在 5000~10000 元的受访者，他们特别关注自我提升，重视与组织的共同

成长。进一步分析这些受访者的特征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岗位技能要求高的（88.9%）。

现实中，高技能岗位的薪资往往要多于低技能的岗位。高技能的岗位对于专业知识的要求高，

需要员工不断学习；低技能的岗位对于学习的需要并不高。收入和岗位技能的影响可能存在

一定的交互作用。 

我们在修改稿中增加了关于收入影响的分析（见修改稿第 10 页、第 12 页）。 

                                                             
9 据受访者回忆，这段派遣经历是在 2013 年-2017 年之间。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约定的期限

是 3 年，但是之后用工单位的项目延期，又续签了 1 年合同。之后由于个人原因，离开了这家劳务派遣单

位。 
10 我们通过微信向 34 位受访者发信息，有 3 位受访者未回复。 



表 4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岁) 

受教育程

度 

婚姻

状况 
岗位类型 

用工单位

类型 

以往是

否有派

遣经历 

当前工作

派遣时间

(月) 

平均月收入

(元) 

XZ-01 女 26~29 大学本科 未婚 行政管理 高校 无 12 3000-5000 

SB-02 男 20~25 高中/中专 未婚 设备操作工 企业 有 11 3000-5000 

GC-03 男 26~29 高中/中专 未婚 
工程项目管

理员 
企业 有 11 5000-10000 

XZ-04 女 26~29 大学本科 未婚 行政管理 企业 有 11 5000-10000 

XZ-05 女 26~29 大学本科 
已婚,

有子 
行政管理 事业单位 无 6 3000-5000 

SB-06 男 30~35 高中/中专 
已婚,

有子 
设备操作工 企业 有 8 3000-5000 

XZ-07 女 26~29 大学本科 未婚 行政管理 企业 无 12 3000-5000 

CP-08 男 20~25 大学本科 未婚 产品检测员 企业 无 12 5000-10000 

GC-09 男 30~35 大学专科 
已婚,

无子 

工程项目管

理员 
企业 有 12 10000-20000 

SB-10 男 20~25 大学本科 未婚 设备操作工 企业 无 12  3000-5000 

CP-11 男 20~25 大学本科 未婚 产品检测员 企业 有 9  - 

QT-12 女 30~35 大学专科 
已婚,

有子 
库房管理 企业 有 6 3000-5000 

SB-13 男 36~39 高中/中专 
已婚,

有子 
设备操作工 企业 无 6 5000-10000 

XZ-14 男 26~29 大学本科 未婚 行政管理 事业单位 无 16 3000-5000 

XZ-15 男 20~25 大学本科 未婚 行政管理 事业单位 无 6  - 

XZ-16 男 30~35 
硕士及以

上 
未婚 行政管理 事业单位 有 6 3000-5000 

XZ-17 男 20~25 大学专科 未婚 行政管理 事业单位 无 12 2000-3000 

GC-18 男 20~25 大学本科 未婚 
工程项目管

理员 
企业 无 10 3000-5000 

XZ-19 男 26~29 大学本科 未婚 行政管理 事业单位 无 12 2000-3000 

XZ-20 女 30~35 大学本科 
已婚,

有子 
行政管理 事业单位 有 20  - 

CX-21 女 26~29 大学专科 未婚 程序员 企业 有 12 5000-10000 

CX-22 男 26~29 大学本科 未婚 程序员 企业 无 10 5000-10000 

CX-23 男 30~35 大学本科 
已婚,

有子 
程序员 企业 有 18 5000-10000 

CX-24 男 30~35 大学本科 未婚 程序员 企业 有 12 5000-10000 

CX-25 女 30~35 大学专科 
已婚,

有子 
程序员 企业 有 6 10000-20000 

QT-26 女 30~35 大学专科 
已婚,

有子 
招投标专员 企业 有 11 3000-5000 

SB-27 男 26~29 大学本科 未婚 设备操作工 企业 有 9 3000-5000 

CP-28 女 36~39 高中/中专 
已婚,

有子 
产品检测员 企业 有 10 2000-3000 

XZ-29 女 26~29 
硕士及以

上 
未婚 行政管理 企业 无 8 3000-5000 

QT-30 女 30~35 大学本科 未婚 
咖啡店经理

助理 
企业 无 9 5000-10000 

CP-31 女 30~35 大学本科 
已婚,

有子 
产品检测员 企业 有 9 2000-3000 

CX-32 男 20~25 大学专科 
已婚,

无子 
程序员 企业 有 13 3000-5000 

XZ-33 女 30~35 大学本科 
已婚,

有子 
行政管理 企业 无 11 3000-5000 

CP-34 女 20~25 大学本科 
已婚,

无子 
产品检测员 企业 无 9 3000-5000 

注：编号中字母代表对应的岗位类型，数字代表序号。其中，XZ 代表行政管理、CX 代表程序员、SB 代表设备操作工、CP 代

表产品检测员、GC 代表工程项目管理员、QT 代表其他。以往是否有派遣经历是指派遣员工在进入当前派遣工作前，是否已经

在其他岗位或用工单位中有派遣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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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5： 

论文到底是想解决什么理论性问题？关于劳务派遣员工的理论性问题，还是关于身份方

面的理论性问题？对于劳务派遣员工，这类人员从理论底层逻辑来看，论文研究结果与模型

的一般含义与推广性是什么？仅仅是为了理解劳务派遣员工的这类现象还是某种较为一般

性的理论机制？我们是从中学会如何更好地管理劳务派遣员工的理论启示，还是更一般的什

么理论启示？即本文的深层次理论价值是什么？ 

 

回应： 

非常感谢您中肯的意见。您的问题激发了我们对文章脉络和整体价值的重新思考。根据

您的提示，我们紧紧围绕本文想要解决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重新梳理本文的研

究脉络（见图 2）。接下来我们从本文（1）研究问题及文章脉络，（2）研究结果，（3）理论

价值及推广性（4）实践启示来回复您。 

（1）研究问题及文章脉络 

整体上，本文是一个现象驱动的研究。最开始起源于现实中的问题——劳务派遣员工

如何解决“我到底属于哪里”的身份困惑。这一问题困扰着派遣员工对自我的反思，影响

他们的工作和职业发展，是他们能否适应以劳务派遣方式就业的关键。接着，我们通过文献

回顾，寻找相关概念，剖析派遣员工的组织身份，确定本文的理论问题为：员工如何管理具

有互补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组织身份？ 

随后，我们重新回到文献中，发现劳务派遣现有的文献忽视了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的



独特性，且尚未有研究对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的发展过程进行刻画。我们既不知道这种互

补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组织身份对于派遣员工而言的实质内容是什么，也不清楚双重组织身份

是如何发展的，什么时候产生了身份困惑，身份困惑对于派遣员工而言到底是什么？更不可

能知道他们如何处理这些困惑？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又回顾了多重身份（重点是双重身份）

及身份工作(identity work)的研究，一方面，双重身份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具有独立、交叉和嵌

套关系的两个身份的相互影响(Brewer, 1999; Ramarajan, 2014), 尚未有文献探讨互补结构关

系的双重身份。另一方面，个体层面的身份工作研究，大多关注单一身份的管理(Ashforth & 

Kreiner, 1999; Ashforth & Schinoff, 2016; Brown, 2015; Caza et al., 2018)。一些研究涉及到了如

何调和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之间的矛盾，达到自我一致性和完整性(Cable et al., 2013)。还未

发现理论对具有互补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组织身份的管理问题进行解释。 

 

 

图 2 文章研究脉络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结合本文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劳务派遣员工，将研究问题聚焦

为：劳务派遣情境下，员工具有互补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组织身份如何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员

工如何管理出现的身份问题？在研究设计上，我们采用了扎根理论方法。主要原因是，扎根

理论研究方法是现象驱动的研究设计，研究问题产生于现实情境当中，而且该方法恰好能够

在理论缺乏的时候，从质性数据中归纳理论(Corbin & Strauss, 2015; 贾旭东、衡量, 2016; 毛

基业、苏芳, 2019)。 

（2）研究结果 

首先，本文提出派遣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具有互补性和动态性的特点，而对于这一特点

的重新认识和理解是探讨派遣员工组织身份的前提。而且，互补性的双重组织身份区别于以

往两个身份研究中的独立、交叉和嵌套关系，在理论上拓展了双重身份的结构关系。此外，

文章发现了具有互补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组织身份之间的两种协同作用：基于社会交换的正向

协同和基于经济交换的负向协同。 

第二，本文归纳和提炼了“双重组织身份尴尬”（我到底属于哪里）和“双重组织身份



辩护”（身份管理策略）两个概念，用以解释具有互补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组织身份产生的身

份问题及身份管理策略，这与其他结构的双重组织身份产生的身份问题和身份管理视角是不

同的。另外，文章发现了身份尴尬和身份管理策略的主要动因——双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

比较不一致。 

第三，本文提出了“劳务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动态发展模型”，刻画了派遣员工双重

组织身份发展过程。派遣前阶段，派遣员工的养家求稳需要、曲线成长需要和表层认同需要

构成了双重组织身份期望，形成了双重组织身份的表层知识。派遣阶段，通过情感实践、行

为实践和认知实践，形成双重组织身份体验，双重组织身份知识由表层向深层发展。在这个

过程中，派遣员工将双重组织身份期望与体验比较。比较结果中的不一致，即“匹配-不匹

配”引发双重组织身份尴尬和随后的身份辩护。 

（3）理论价值及推广性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拓展了双重身份结构关系。以往双重身份研究

主要探讨了三种结构关系：独立、交叉和嵌套。而本文通过研究派遣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

提出了互补性的结构关系。而且，通过质性分析，将具有互补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组织身份之

间的相互作用展开，诠释了基于社会交换的正向协同作用和基于经济交换的负向协同作用，

丰富了双重身份的研究。 

其次，拓展了身份工作的研究。本文归纳和提炼了“双重组织身份尴尬”和“双重组织

身份辩护”两个概念。一方面，双重组织身份尴尬描述了一种新的身份问题——“进退两难”

的心理状态，这与由其他结构的双重身份引发的身份问题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四种辩护策

略采用的前提是将派遣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看作一个整体，即图 1 中两个半圆共同构成了一

个整圆。身份辩护本质上属于组织身份的内部管理（圆内管理），而以往关于双重身份的研

究，主要身份之间的管理策略（圆与圆之间）(Brewer, 1999; Caza et al., 2018)，通常是在分

割-整合思路下产生的。因而，以往的身份管理策略并不适用于具有互补性的双重组织身份。

本文发现的四种辩护策略是从注意力控制和解释效价两个更加细致的新视角来构建身份管

理策略的，丰富了身份管理的研究。此外，双重组织身份尴尬和辩护策略在本质上属于个体

认知或心理活动，回应了对多重身份的心理体验进行更多研究的号召(Ramarajan et al., 

2017)。 

第三，文章构建了“劳务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动态发展模型”，丰富了组织社会化的

理论。以往的研究认为，新员工的身份在人际互动和组织社会化中形成和发展，认同是组织

社会化重要的结果(Cooper et al., 2021)。但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组织不同层次的身份

形成、发展，以及不同层次身份之间的互动，缺乏针对劳务派遣情境中，具有互补性和动态

性的双重组织身份如何构建和发展的研究。 

最后，本文研究虽然针对的是劳务派遣员工，但是对于其他具有互补结构的双重组织身

份的员工的组织社会化及身份管理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根据以上，我们对原稿件中的“6.1 研究贡献”也进行了修改（见修改稿第 28 页）。 

（4）实践启示 

本文的实践启示主要是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如何根据“劳务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动态

发展模型”来对派遣工实施有效管理。包括：如何避免劳务派遣员工产生身份尴尬，如何协

助派遣员工解决身份尴尬，如何利用社会交换关系长期留住派遣员工等。这些研究启示，对

于实现三方主体共赢，推动劳务派遣良性发展，具有实践意义。我们在“5 讨论及研究启示”

部分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增加了“5.2 自我防御与保护：身份辩护”（见修改稿第 2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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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6： 

从文中的描述来看，关于 34 名劳务派遣员工的访谈资料构成了质性研究的基础和数据

编码的来源，但是，文中似乎更多地描述这些不同员工的资料而总结的“理论机理”，而较少

体现不同类别员工之间的差别与相通性，这种质性研究似乎显得有些较为松散了一些，读者

会怀疑如果将访谈人数增加一点点，会不会有更多新发现？这些访谈资料之下是否还有一些

更值得分析与探究的东西被掩盖了？事实上，简单通过走访一些人员甚至大量的人员，根据

这些人员的访谈资料进行质性研究，并不一定就是高质量的质性研究的反映，读者甚至会说：

如果选取几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单位或组织或企业，再在每个里面选择一些员工进行访谈，重

点聚焦其中的创新性问题，这个访谈可能比广散地面上展开不见得效果差。因此，建议作者

在文中再增加讨论一下这种访谈资料分析提升质性研究质量的可能性。 

回应： 

感谢您中肯的建议！本文研究的整个过程遵循了扎根理论研究范式（见图 2），由实践

中发现问题，通过文献回顾确定研究问题。接着，理论抽样和数据分析来初构理论，最后结

合文献对话构建理论(Corbin& Strauss, 2015; 贾旭东、衡量, 2016)。整个研究中，取样过程

和分析过程是相伴随的，从文本到编码，再从编码到文本，不断迭代，反复对比分析，直至



进进入理论饱和阶段。 

首先，本文致力于探究劳务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的发展过程及身份管理，是一个机制

探究。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婚姻状况、岗位技能水平和收入对双重组织身份发展

过程的影响是一种调节作用，并未引发机制的改变，即双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比较中的“匹

配-不匹配”是引发身份尴尬和身份辩护的主要动因。然而，原稿件中并未对这三个因素到

底影响双重组织身份发展的哪一环节，影响的内容是什么进行讨论。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们

在原稿件中第 10-12 页、第 20 页增加了相关讨论。 

第二，34 位受访者的获取过程遵循了理论抽样方法，即根据分析获得的概念或问题，

考虑新增受访者的特征，直到研究达到饱和为止，即没有新的概念或主题出现时，取样停止

(Corbin& Strauss, 2015)。我们在取样的过程中并没有预设可能的分层变量（如，行业、岗位

类型等），而是由概念或者与之相关的问题呈现出可能的分层变量，如，用工单位类型、婚

姻状况。这一做法也符合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中关于理论抽样和编码的基本思想，即取样是基

于概念的(Corbin& Strauss, 2015; Strauss, 1987)。而且，随着分析的深入和研究主题的聚焦，

这些分层变量并非均能产生实质的影响。尤其是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构建时，一些与研究主题

无关的因素或者概念会被舍弃。 

第三，您的建议激发了我们在未来研究中，可通过大规模实证调研来进一步探索行业类

型、岗位类型等对双重组织身份发展过程的影响或调节作用，以检验和完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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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7： 

论文对于访谈样本人员来源未做说明，而且文中这样写道：“本文采用理论抽样方法先

后对 34 位劳务派遣员工进（行）了深度访谈”——如何进行的理论抽样？此处的“理论抽样”

是指何意？这 34 位员工来源于哪里？建议文中对此进行明晰。  

回应： 

非常感谢您宝贵的建议，非常抱歉，是我们的疏忽。在回复问题 4 中我们介绍了本文的

抽样过程及 34 位员工的来源，在这里不再赘述。 

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补充了抽样过程（见修改稿第 7-8 页）。 

                                                                                 

 

审稿人 2 意见： 

1.论文在如下方面值得肯定： 1）论文看到了现实中派遣员工身份双元性现象的客观存

在和已有研究的不足，选题较为新颖。 2）论文研究方法规范，较好地运用了扎根理论。研

究设计科学，数据获取与编码归纳过程规范，汇报相关信息较为充分适当。 3）论文特别从

身份双元所具有的互补性出发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有着独特的洞察与创新。 4）论文较好

地发掘了身份双元的内在机理。 5）论文从双元身份期望与体验匹配中的不一致出发，深度

阐释了由此带来的身份尴尬及身份辩护及其动态过程，研究有较好的深度。 



2.论文在如下方面可以进一步推敲完善： 

 

意见 1： 

1）现实中，派遣员工存在多种情形，论文研究的无疑是经典的劳务派遣模式，对于本

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论文可以在正文中适当给出界定，也可以借助注释给出适当说明。比

如，一些单位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要求，委托派遣单位签劳动合同，派遣人员工作多

年间从未去过派遣单位，甚至不记得派遣单位的名称。此种情况和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完全不

同。 

回应： 

特别感谢您的提醒和建议，您对劳务派遣现象是熟悉和了解的。诚如您所言，现实中，

劳务派遣模式多样，也存在一些违规或不合理的劳务派遣形式，例如逆向派遣或置换型派遣

等。本文研究中涉及的劳务派遣是符合《劳动合同法》和《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中要求的，

是国内派遣中最为经典的常雇型劳务派遣(曹可安, 2018)。 

在这种模式下，派遣员工与一家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被派遣到一家用工单位

工作；当派遣任务结束后，派遣员工返回派遣单位，接受下一个派遣任务。派遣期间，派遣

单位负责派遣员工薪酬支付、保险缴纳、档案管理等辅助性活动，用工单位负责劳动现场管

理。 

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增加了脚注来注释和说明（见修改稿第 1 页脚注 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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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 

2）与本文研究主题关系较远或者无实质信息价值的内容，可以考虑删掉。例如，论文

在文献综述中给出了“对话理论包括：社会交换理论及心理契约理论(詹裕河 等, 2014; 

Flickinger et al., 2016; Chambel et al., 2016)、公平理论/相对剥夺感理论(周文斌 等, 2014)、身

份/社会认同理论(刘玉敏, 李广平, 2016; 蒋建武, 赵珊, 2014; George & Chattopadhyay, 

2005) 、社会比较理论(Wilkin, 2013)和工作压力理论(朱朴义, 胡蓓, 2015)。”如此列示意义

不是很大，可以考虑删掉。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回到原稿，重新阅读和讨论了此部分内容。正如您所言，本文

关注的劳务派遣员工组织身份管理问题，文献回顾部分应该紧紧围绕与组织身份及组织认同

相关的理论和视角。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删除了此部分（见修改稿第 3 页）。 

 

意见 3： 

3）论文的研究主题在于双元身份所造成的“困惑”和“尴尬”，实际上界定了论文的核心

关注点在于双元身份所具有的内在“冲突”或“分裂”。但论文提出“笔者认为派遣员工双元组

织身份蕴含的互补关系是最为独特的特征，是使其区别于其他两个身份结构的特征。但是，

现有研究却忽视了派遣员工双元组织身份的这种互补关系。”这实际上强调了双元身份所具

有的“互补性”，而不是冲突性（不匹配）等。论文如何在逻辑上更好地自洽，需要做些斟酌

和推敲。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和中肯的建议。您对文章的理解是深刻的。本文的核心关注点确实在

于双重组织身份所具有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使得双重身份产生“困惑”和“尴尬”，引

发后续的身份管理策略。您对文章的理解与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很抱歉，原稿件在阐述这种“冲突性”与双重组织身份“互补性”的联系时，确实缺乏

逻辑性和清晰度。幸运的是，您的意见不仅指导我们重新梳理逻辑，而且引发我们深入思考

双重组织身份尴尬与其他身份问题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本文的理论价值很有指导意义。 

实际上，正是由于互补性特征，才使得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产生的冲突（身份尴尬）

与其他结构特征下产生的身份问题不同。下面，我们先解释互补性的双重组织身份在什么时

候引发双重组织身份尴尬。随后，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身份尴尬是互补性双重组织身份特有的。 

首先，具有互补性结构的双重组织身份所造成的“困惑”和“尴尬”的主要前因是双重

组织身份期望-体验比较的不一致（“匹配-不匹配”）。这里的不一致可分为两种情况（见下

表）。情况①，派遣单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匹配，用工单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不匹配；

情况②，派遣单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匹配，用工单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不匹配。 
 

双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比较不一致 

类别 期望-体验比较对象 比较结果 

情况① 
派遣单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 不匹配 

用工单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 匹配 

情况② 
派遣单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 匹配 

用工单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 不匹配 

 
 
对于派遣员工而言，双重组织身份的互补性意味着两个组织身份独立存在，且凭借相互

依赖发挥各自作用，产生协同效应。这暗含了两个意思：其一，任何一个组织身份出现问题

（如不匹配）会影响另一个组织身份的作用；其二，任何一个身份的缺失，会损害组织身份

的完整性，破坏双重组织身份的整体效果。当出现“匹配-不匹配”的情境时，意味着部分

组织身份期望得到满足，部分未得到满足。期望-体验匹配的组织身份往往会满足派遣员工

的一些心理需要，使派遣员工产生将该组织身份内化的动机。但是对于派遣员工而言，单个

组织身份不能满足其全部的期望或需要，他们难以将自己完全视为组织身份期望-体验匹配

的组织成员。与此同时，期望-体验不匹配的组织身份则意味着心理需要的未满足，派遣员

工想隔绝与组织身份的联系，产生不认同的动机。但是，不匹配的组织身份对于派遣员工而

言是不可或缺的，除非不再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工作，否则不匹配的组织身份至少在基本功能

上仍然发挥着作用。因此，在派遣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期望-体验“匹配-不匹配”时，他们

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心理状态：双重组织身份尴尬。具体而言，作为一名派遣员工，

他想但却不能完全内化匹配的组织身份（“进”难）；同时，他想但不能完全丢掉不匹配的组

织身份（“退”难），而只能在两个组织身份之间徘徊、彷徨，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属于哪个组

织。 

第二，互补性的双重组织身份产生的身份尴尬与其他结构下的双重身份产生的身份问题

是不同的（见下表）。独立结构下两个身份引发的冲突，常常是由于有限资源（时间、精力

等）的争夺，例如，工作身份与家庭身份(马红宇等, 2014; Knapp et al., 2013；交叉结构下两

个身份引发的冲突往往是由于两个身份在内容上（价值观、目标、意义等）的矛盾或者重叠，

例如，女性身份与职业身份(Meeussen et al., 2022)，基于两种文化的双重身份 (Benet-Martínez 

& Haritatos, 2005)；嵌套结构下两个身份本身相互约束，现有文献讨论较多的是两个身份的

趋同或者分化带来的身份问题 (Sluss et al., 2012)。 



双重身份的结构及身份问题 

 
 
因此，双重组织身份尴尬描述了一种新的身份问题——“进退两难”的心理状态，这与

由其他结构的双重身份引发的身份问题是不同的。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也进行了

补充和调整（见修改稿第 25-27 页）。 

 

参考文献： 

Benet‐Martínez, V., & Haritatos, J. (2005).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BII): Components and psychosocial 

antece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3(4), 1015-1050. 

Greenhaus, J. H., & Powell, G. N. 2006. When work and family are allies: A theory of work-family 

enrich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1,72-92. 

Knapp, J. R., Smith, B. R., Kreiner, G. E., Sundaramurthy, C., & Barton, S. L. (2013). Managing boundaries 

through identity work: The role of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tactics.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6(4), 333-355. 

Meeussen, L., Begeny, C. T., Peters, K., & Ryan, M. K. (2022). In traditionally male‐dominated fields, women are 

less willing to make sacrifices for their career because discrimination and lower fit with people up the ladder 

make sacrifices less worthwhil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2, 588-601. 

Sluss, D. M., Ployhart, R. E., Cobb, M. G., & Ashforth, B. E. (2012). Generalizing newcomers' rel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s: Processes and prototypica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5(4), 

949-975. 

马红宇, 申传刚, 杨璟, 唐汉瑛, 谢菊兰. (2014). 边界弹性与工作-家庭冲突、增益的关系:基于人-环境匹配

的视角. 心理学报, 46(4), 540-551. 

 

意见 4： 

4）论文重点研究派遣员工身份双元性（双重身份）的相关事项，但论文的一些重要归

纳在围绕这一主题方面有些薄弱，需要适当做出调整。例如，表 3 中关于“养家求稳”的访谈

数据引用，受访者实际给出的陈述实际上是其把“成为一名派遣工”和赋闲在家或者作为一名

自由职业者相对照后的反馈，与身份双元性的关联性较弱。如果将双元性简单地比喻为“脚

踏两只船”，而不是“单单在一只船上”，那么，相关的论述应该特别发掘其内在特性，而避

免陷入关于“不在任何一直船上”的考虑。再如，表 4 中关于“倦怠感”和“信任感”的访谈数据

引用，同样和身份双元性之间有着较大的距离，等等。 

 

回应： 

感谢您宝贵的建议！您的比喻非常有趣，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的



内涵。我们查询了“脚踏两只船”的中文意思——“比喻对事物的认识不清而拿不定主意，

或为了投机取巧而跟不同的两个方面都保持关系，或比喻左右摇摆，跟对立或不同的两个方

面都保持关系”11。我们认为，表面上派遣员工确实是“脚踏两只船”，但这“两只船”（即

两个组织身份）之间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而且，两只脚分别固定在了两只船

上，每只船都能正常航行，才能保证个体前进。就像您讲的，“脚踏两只船”，而不“单单在

一只船上”。 

劳务派遣情形下，双重组织身份的互补性，表现在每个组织身份既要独立，又要与另外

一个组织身份互相补充才能发挥协同作用。独立意味着，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组织身份分

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就像您的比喻中，每一只船都有各自的功能。本文研究发现，

双重组织身份期望中，养家求稳需要在大多时候与派遣单位组织身份期望有关，而曲线成长

需要在大多时候与用工单位组织身份期望有关（独立性作用）。养家求稳需要和曲线成长需

要分别代表了两个组织身份不同的作用。因此，开放编码中，我们在标签中区分了派遣单位

组织身份期望（字母 A 表示）和用工单位组织身份期望（字母 C 表示）来体现两种组织身

份各自的作用（见修改稿表 3）。 

“不在任何一只船”，在本文的情境中指不再以劳务派遣方式就业。原稿件中引用的访

谈数据，“毕竟我要养孩子，我肯定要选择稳定一点的，有保底工资，然后又可以抽成的嘛。……

自己如果有活的话，天天能干的话自己干比较可观嘛，然后，但是不稳定嘛，也有可能就是干

一个月休三个月中，说不准，所以说还是呆在公司。这也是当时选择这家派遣公司主要的，主要

的原因。【A-期望收入稳定】(SB-06-176)” 

结合访谈文本上下文，这里所讲的“活”在劳务派遣情境下，指的是派遣任务。受访者

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在劳务派遣公司，在没有派遣任务时期，会有保底工资。因此，成为劳

务派遣公司的员工（组织身份），可以保证自己收入的稳定性（组织身份独立性的作用）。但

是，如果不以劳务派遣方式工作，虽然同时失去派遣单位的组织身份和用工单位组织身份，

但派遣员工此时强调的是失去派遣单位组织身份后，收入是不稳定的。因此，这一访谈数据

实际上展示的是期望派遣单位组织身份能发挥保障作用。如果，您认为我们的解释还存在问

题或者不足，或者有更好建议，我们也非常期望有再次探讨的机会！ 

您提到“论文的一些重要归纳在围绕这一主题方面有些薄弱”，我们对编码结果进行了

重新梳理，发现原稿件中确实存在一些归纳或编码不够严谨的地方，一些访谈数据与概念契

合度不够高。首先，我们分别阅读了与“养家求稳”、“倦怠感”、“信任感”概念相关的所有

标签及对应的访谈数据。在阅读访谈数据时，囊括了该数据所在段落及上下文段落。接着，

进行了重新归纳和提炼，修改和调整了部分编码。随后，修改了正文中对概念的解释。另外，

我们按照相同的步骤，检查了其他的概念和对应的访谈数据。具体见修改稿表 4（第 11-12

页）、表 9（第 22-23 页）和第 12 页-13 页的正文部分。 

 

意见 5： 

5）从论文的题目出发，论文的重点在身份尴尬、身份辩护及其动态协同过程，因此，

4.4 和 4.5 的内容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和归宿，之前的分析是为这两部分做出很好的铺垫。基

于此，论文可以考虑对 4.1-4.3 的内容做聚焦精简，对于和本文主线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的相

关铺陈，可以考虑做必要的删节。 

 

回应： 

感谢您中肯的意见！正如您所言，“论文的重点在身份尴尬、身份辩护及其动态协同过

                                                             
11 https://www.zdic.net/hans/%E8%84%9A%E8%B8%8F%E4%B8%A4%E5%8F%AA%E8%88%B9 



程”。我们重新阅读了 4.1-4.3 部分，确实存在一些冗长累赘的地方。根据您的提示，我们围

绕文章主线，对此部分进行了精简，此部分由原来的 8 页内容缩减为 6 页（见修改稿第 10-16

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针对评审意见与建议作了认真的、有针对性的、有效的修改。祝好运。 

 

回应：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根据审稿人的意见对论文做了认真细致的修改，并给出了详细的修改说明，论文质

量获得了提升。论文在如下方面需要进一步斟酌： 

 

意见 1： 

（1）论文在根据审稿人 1 给出的审稿意见 5 中，尝试对论文的理论贡献做更为清晰的

定位，有了较好的提升。但是，有必要确保整个论文的前后高度一致性，论文高度聚焦于劳

务派遣员工双重身份理论和一般性的双重组织身份理论，会在整个论文各个部分的阐释及与

已有理论的对话上有不同的要求。这方面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和修改到位。 

 

回应： 

特别感谢您的提醒和建议，“确保整个论文的前后高度一致性”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

我们并未注意到的方面。在修改之前，我们对文章整体脉络和理论贡献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诚如您所言，本文高度聚焦于“劳务派遣员工双重身份理论”，文章中涉及到理论对话的部

分主要是在“2 文献回顾”和“5 讨论及研究启示”。其中，“2 文献回顾”应当对劳务派遣

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进行定位，重点阐释为什么现有理论不能解决本文的研究问题。而在“5

讨论及研究启示”中应当重点讨论本文研究发现与现有理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在“2.1 劳务派遣研究现状”部分，我们首先回顾了劳务派遣现有研究，发现这部分文

献忽略了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恰恰是理解派遣员工身份困惑本

质，回答派遣员工如何解决身份困惑的关键。据此，我们对该部分进行了相应调整和修改（见

修改稿第 4 页）。其次，在 “2.2 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的特殊性：互补性和动态性”（见修

改稿第 4-6 页），我们主要进行了两项调整和修改。第一，在梳理现有的双重身份文献时，

我们主要从身份结构和分析层次来定位劳务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重点阐释派遣员工双重

组织身份与以往双重身份的联系与区别。第二，梳理双重身份的身份工作研究，由于派遣员

工的双重组织身份在分析层次上属于集体（社会）身份，我们重点分析了涉及集体身份的双

重身份管理文献，并提出现有的双重身份管理在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情境下存在局限性。 

在“5 讨论及研究启示”，我增添了理论对话，重点修改了“5.1 我属于哪里？双重组织

身份尴尬”（见修改稿第 25-26 页）和“5.3 如何留住派遣员工？互补结构的双重身份的协同

效应”（见修改稿第 27 页）。其中，5.1 部分，分析了具有互补性的双重组织身份与其他三种



结构的身份问题的差异。在 5.3 部分，讨论了具有互补性的双重组织身份的协同效应与其他

结构下的积极效应之间的区别。另外，我们仔细阅读了全文，对引言和结论部分也进行微小

的调整和修改，并用绿色字体标识。 

意见 2： 

（2）论文在文献回顾提到“我们回顾了个体层面的身份工作研究发现，关于两个身份管

理的文献大多关注具有交叉关系的个性身份（基于性别、宗教、文化等）和社会身份（基于

工作团队、组织、职业等）的管理策略。例如，……”。在后续的文献举例中，关于社会身

份的仅仅涉及到职业，却没有涉及到工作团队和组织的情形。很显然，这里社会身份中基于

工作团队、组织的情形，与本文的研究更为契合。这方面的已有文献对于把握与本文相关的

主题的已有研究的进展有更大的价值，但论文恰恰略掉了这一部分。此外，除了与本文所选

择的研究情景（对象）高度一致的之外，在合作研发、共建合资企业等管理实践中，也都存

在着类似于本文所讲的组织身份双重的现象。目前来看，文献回顾存在一些缺失。 

 

回应： 

特别感谢您的建议，让我们意识到全面且有针对性的文献回顾对文章理论上的准确定位

和进一步挖掘文章理论价值的重要性。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双重身份研究重新进行了文献

检索和文献回顾。 

首先，我们以“identity work/construction/management”、“dual identity/identification”、

“identity conflict”及“boundary spanners”为关键词检索了期刊12：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Personnel Psychology，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通过阅读文献摘要筛选出个体层面的双重身

份研究文献13共 81 篇。对 81 篇文献仔细阅读后，由其参考文献收集了 44 篇与双重身份研

究密切相关的文章。最终共获得英文文献 125 篇。其中，理论及综述性文章 41 篇14，实证

研究 84（包括定性和定量）篇。接着，我们以“身份冲突/管理/工作”、“双重身份/认同”、

“双元身份”、“跨界员工/领导”为关键词检索了 CSSCI 期刊 12。通过阅读文献摘要，筛选

出 37 篇文献。其中，理论及综述性文章 6 篇，实证研究 31 篇（包括定性和定量）。文献搜

集共获得了 162 篇文献（见参考文献）。超过一半的文献（86 篇15）通过定量的方法重点讨

论个体的双重身份给组织以及自身带来的影响。只有少部分定性的实证文献（26 篇）和理

论发展类文献（14 篇）重点探究了双重身份的身份问题或管理策略。 

派遣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在结构上是互补的，按照分析层次属于集体(社会)身份，具体

的身份对象(target)或焦点(foci)是组织。因而，我们从双重身份的结构、分析层级和身份对

象来梳理现有的文献（见下表）。以往双重身份的研究中，较多地探讨了具有交叉结构的双

重身份（个性身份与集体身份、集体身份与集体身份）和具有独立结构的双重身份（集体身

份与集体身份）的身份问题及管理策略。而嵌套结构的双重身份，不少文章认为高阶身份是

低阶身份的目的，而低阶身份是高阶身份的手段，高阶身份与低阶身份相互制约。因此，相

比其他两种结构，嵌套结构的双重身份的身份问题较少(Ashforth & Mael, 1989; Hogg & Terry, 

2000; Vora & Kostova, 2007)。 

根据您的提示，我们特别关注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双重身份研究：（1）双重身份中包含组

织身份或团队身份；（2）参与企业间合作的跨界员工的双重身份；（3）跨国企业员工或海外

                                                             
12检索时间 2023 年 5 月。 
13主要包括双重身份的相互影响、身份问题、身份管理策略。 
14一些综述只是部分讨论双重身份相关问题。 
15有些文献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混合研究策略，在这里并未统计。 



派遣员工的双重身份。 

首先，交叉和嵌套结构下的双重身份文献较多包含了组织身份或团队身份。交叉结构下，

不少文献探索了个性身份与组织身份、职业身份（如会计师、记者等）与组织身份（及团队

身份）的身份问题与对应的管理策略。尽管有一些定量的实证研究涉及到了双重组织身份，

但主要探索双重组织身份的前因或者交互作用给员工或组织带来的影响(e.g., Reade, 2001)，

并未聚焦于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管理。一些理论探索的文献也止步于双重组织身份面临的冲

突(e.g., Vora & Kostova, 2007)。而在嵌套结构下，尽管提出了“双重身份模型”(dual identity 

model)(González & Brown, 2006)，但该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高阶身份（如组织身份）为什

么以及如何化解低阶群体（如工作团队）之间的偏见和冲突”(Ashforth, Harrison, & Corley, 

2008; Ramarajan, 2014)。而在本文情境下，身份问题的产生是高阶身份与低阶身份的相互作

用，而不是不同低阶身份之间的冲突。身份管理策略是解决高阶身份与低阶身份的矛盾冲突，

而不是低阶群体之间的。 

第二，参与企业间合作的跨界员工也具有双重身份。这些员工团队身份（或组织身份）

与组织身份往往呈现交叉的状态。例如，当员工被临时分配到由不同企业研发人员构建的研

发团队时，他们的双重身份包含了自己所在企业的组织身份和研发团队的团队身份(任荣，

2011)。还有少量与本文研究场景较为相似的。例如，在造船厂工作的分包商员工的分包商

组织身份与造船厂的组织身份(Lipponen et al., 2003) 16、在客户单位工作的项目经理的服务组

织身份与客户单位组织身份(Webber et al., 2011)。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通过定量的实证方

法检验双重身份的相互作用，尽管结果显示双重认同（vs 单一认同）会产生更加积极的效

果，但是双重认同是如何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员工采用哪些身份管理策略？这部分文献并

未聚焦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16In this study, for example, the shipyard’s own employees as a subgroup are nested entirely within the category, 

shipyard,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to the crosscutting subcategory, shipyard subcontractor, which extends 

beyond the superordinate category, shipyard, since most of the subcontractors also have functions and employees 

outside the shipyard (pp. 241) 



 

表 个体层面双重身份现有研究梳理 

身份结构 独立 交叉 嵌套 

分析层次  集体身份 

 个性身份 

 关系身份 

 集体身份 

 关系身份 

 集体身份 

身份问题 负面溢出 冲突、混淆 趋同、分化 

身份管理策略  金融销售专业人士的

家庭身份与工作身份: 

专注于分割的边界管

理策略(Lapierre et al., 

2016) 

 员工的家庭身份与工

作身份: 分割（心理上

的分离）(Rothbard, 

2001) 

 清洁工的家庭身份与

工作身份: 隐藏

(Ashforth et al., 2000) 

 牧师的个性身份与职业身份: 分

割、整合(Kreiner et al., 2006) 

 记者的职业身份与组织身份: 整合

(Russo, 1998) 

 会计师职业身份与组织身份: 分

离、退出(Bamber & Iyer, 2002; 

Garcia -Falières et al., 2015) 

 医疗团体员工的职业身份与团队

身份: 拒绝、调和、平衡、边界管

理(Cain et al., 2019) 

 海外派遣员工基于母国文化的身

份与基于东道国文化的身份: 分离

（维护/同化），整合/融合(Mao & 

Shen, 2015; Sanchez et al., 2000) 

 排序、分离和缓冲

(Ashforth & Mael, 

1989) 

 管理者部门身份与

组织身份: 平衡

(Hogg & Terry, 

2000). 

涉及双重组织身份

的举例 

 多国化跨国公司17的

子公司组织身份与总

部组织身份(Vora & 

Kostova, 2007) 

 跨国化跨国公司子公司经理的子

公司组织身份与总部组织身份

(Vora & Kostova, 2007) 

 高层管理者合资公司组织身份与

其母公司组织身份(Li et al., 2002) 

 在造船厂工作的分包商员工的分

包商组织身份与造船厂组织身份

(Lipponen et al., 2003) 

 在客户单位工作的项目经理的服

务组织身份与客户单位组织身份

(Webber et al., 2011) 

 全球化/国际化跨国

公子公司经理的子

公司组织身份与总

部组织身份 ( Vora 

& Kostova, 2007) 

 海外派遣员工母公

司组织身份与海外

子 公 司 组 织 身 份

(Schuster et al., 

2022) 

是否探究了双重组

织身份的身份问题 
是 是 是 

是否探究了对应的

身份管理策略 
否 否 否 

 

第三，在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情境的研究中，讨论较多的是基于文化（母

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的双重身份如何作用于子公司员工的适应过程，以及由此给总部和子

公司带来的影响。当聚焦于子公司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子公司组织身份与总部组织身份）

时，根据跨国企业类型不同，双重组织身份的结构存在差异：多国化跨国企业——独立结构，

                                                             
17作者根据集中程度、子公司对总部的依赖、权利关系、正规化、专业化和差异化将跨国公司(MNEs)分为

四类：多国化(multinational)跨国公司、跨国化(transnational)跨国公司、国际化(international)跨国公司、全

球化(global)跨国公司。 



跨国化跨国企业——交叉结构，全球化或国际化跨国企业——嵌套结构(Vora & Kostova, 

2007)。虽然该文提到三种结构中员工均会面临角色冲突，但是并未进一步挖掘员工如何应

对。值得一提的是，有 1 篇实证文献聚焦到高层管理者的合资公司(joint venture)
18组织身份

与其母公司组织身份，实证结果发现双重组织认同会导致最大程度的冲突体验 (Li, Xin, 

Pillutla, 2002)。然而，文中并未对管理者如何处理冲突进行深入探究。 

整体上，从双重身份结构上而言，还未有理论或实证研究来探讨具有互补结构的双重身

份。从分析层次上来说，现有文献已经探讨了三种结构的双重身份在集体层面的身份问题及

管理策略。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聚焦到组织身份时，现有文献大多19仅仅止步于双重组织身

份的身份问题，并未关注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管理。 

根据此次文献回顾，我们对“2.2 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的特殊性：互补性和动态性”

（见修改稿第 4-6 页）和“5 讨论及研究启示”（见修改稿第 25-27 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修

改和调整，从而使得本文的文献对话更加全面和精准。在“2.2 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的特

殊性：互补性和动态性”中，我们主要删除与本文联系不紧密的文献举例，增添了与组织身

份相关的身份管理策略，增添了与劳务派遣情境相似文献举例，调整了修改稿中表 1 的文献

梳理。在“5 讨论及研究启示”部分，我们增加了关于现有双重身份与本文关注的劳务派遣

员工的双重身份的理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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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 

（3）论文在修改中强调了把“双元”修改为“双重”，但在一些陈述中仍然存在着使用“双

元”的情形。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们仔细阅读了文章，统一了文章用

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2意见： 

作者为对论文做了非常细致且有针对性修改，修改较为到位。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与支持！ 

                                                                                 



编委意见： 

详细意见：该论文通过前两轮的修改，在理论部分更加聚焦、研究方法更加规范，文章

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但研究结果分析及讨论部分还存在可以进一步优化的细节： 

 

意见 1： 

一、研究结果分析部分 

1.注意数据与案例分析的匹配性。文中存在数据和分析不匹配的情况。例如文中 p11 表

4 代表性数据“一，没人敢提这个意见，二，你提了，人家理你吗？!【C-工作建言行为】

(GC-18-73)”被归纳为“工作自主行为”并在下述分析中“那些建言被组织采纳的派遣员工往往

有更强的组织成员意识”，但数据内容显示的却是员工没有建言的自主性？虽然建言行为理

论上很重要，但是在实践/数据中，派遣员工是否体现出普遍的对用工单位的建言行为？此

外，建议进一步检查其他数据与分析的一致性。 

 

回应： 

十分感谢您宝贵的建议！数据与分析的匹配性在质性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正文在此部

分确实存在不足。我们结合了您在“‘2.双重组织身份体验’数据分析部分”部分提到的意

见，对编码结果和分析进行了修改。首先，回到原始访谈文本，仔细阅读，逐一对照检查各

阶段形成的编码，重新归纳和提炼了一阶概念和二阶概念，对部分一阶概念和二阶概念进行

了修改（见修改稿表 3、表 4、表 7、表 8）。其次，修改正文中对应概念的定义和解释，以

提高概念的清晰性和严谨性（见修改稿第 12-15 页）。最后，在数据示例表格中，我们删除

了容易引起读者误会的数据示例，采用契合度更高的示例（见修改稿表 4、表 8）。 

针对您提出的关于“工作建言行为”的意见。本文研究中，派遣员工的工作建言行为是

普遍存在的。在本文中，34 位受访者，有 27 位（占 79.4%）受访者谈论了自身的工作建言

行为。而且，我们访谈的一位汽车制造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编号 C-1）也谈论到公司每个

月会定一个建言主题（如生产流程优化、绿色环保等），鼓励包括派遣员工在内的员工提意

见，每年还会评出最佳意见奖。更重要的是，工作建言行为对于派遣员工如何看待自我与用

工单位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那些能够充分表达意见的派遣员工，往往会感知到被组织所接纳，

产生主人翁意识。而建言行为被抑制的派遣员工，则会对用工单位产生疏离感（例如编号

GC-18 的受访者）。正文中，我们在概念阐释上并不充分，数据引用上容易引起读者误会。

在修改稿中，我们在第 14 页，增加了对工作建言行为的解释，同时在表 4 中引用了与概念

更加契合的数据示例（见修改稿第 12 页）。 

意见 2： 

2.“双重组织身份体验”数据分析部分。（1）“情感实践、行为实践、认知实践”三个概念

的编码过于笼统，而缺乏双重组织身份体验的实质性特征（相较而言“双重组织期望”部分的

编码会更实质），如“情感实践”既包括不安全感等消极情绪、也包括信任感等积极情绪体验，

命名为“矛盾情感体验”更能体现员工在双重组织中的情感体验特征。（2）虽然是双重组织身

份体验，但其实员工对 A 的体验与对 C 的体验基本上都是独立的（表 4），例如文中 p11“情

感实践”的编码示例只包括了员工对 C 的情感体验？那么员工对于 A 的情感体验是怎样的，

是否与对 C 的相同？前文员工对 A 的期望与对 C 的期望似乎也存在明显差异，建议作者更

清晰地对 A、C 体验差异进行分析，这样能更清晰地呈现 A/C 体验-A/C 期望之间的匹配 vs



不匹配情况。 

 

回应： 

非常感谢您中肯的意见！您的建议启发我们对“双重组织身份体验”的独特性进行了思

考和讨论，发现“情感实践”、“行为实践”和“认知实践”的编码确实过于宽泛和笼统，难

以反映双重组织身份体验的实质性特征。为了能够挖掘双重组织身份体验的实质特征，我们

认真阅读了每位受访者“双重组织身份体验”涉及的所有访谈文本，对照相应的标签和一阶

概念进行了仔细审查，并在不同访谈者之间进行对比，重新归纳和提炼了这一部分的概念，

修改了二阶概念。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 

（1）“双重组织身份体验”确实包含了情感、行为和认知实践三个方面。34 位受访者

在谈论“双重组织身份如何发展，是否存在变化？”（访谈的第二个主题）时，常常会叙述

具体的行为事件、产生的情感以及对组织的整体认知。“双重组织身份体验”的三个方面是

派遣员工双重组织身份发展的关键，是其判断自我与两个组织关系的直接依据。因此，“情

感实践”、“行为实践”和“认知实践”整体上契合原始数据。 

（2）然而，原始稿件中我们忽视了派遣单位组织身份和用工单位组织身份在“情感、

行为和认知”上的区别与联系。首先，情感实践中，倦怠感和成就感主要源自用工单位组织

身份的实践，是在完成派遣任务的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体验。例如，“工作压力”带来的倦怠

感、解决工作难题后“技能提升”带来的成就感。不安全感和信任感则来自两个组织身份的

实践，但是具体内容并不一致。由派遣单位组织身份实践产生的不安全感，主要源自“收入

不确定性”和“职业发展危机感”，而用工单位组织身份实践则主要来自“派遣任务稳定性”

和“被退回的担忧程度”。就信任感而言，用工单位信任感主要基于“人际关系”、“能力”、

“雇佣形式”，派遣单位信任感主要基于“服务专业性”和“能力”。由此，我们认为虽然派

遣单位组织身份和用工单位组织身份均存在情感实践，但是两者呈现了不同的内容或维度，

存在非对称性，即派遣单位组织身份情感实践的内容与派遣单位组织身份情感实践的内容存

在非对称性。因此，我们将情感实践重新命名为“非对称的情感实践”21。这一命名也有利

于我们区分双重组织情境下的情感实践和单一组织情境下的情感实践。这种非对称性实际上

也与派遣单位组织身份与用工单位组织身份功能互补性有关。 

其次，类似的，行为实践中也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模仿或学习行为”主要源自用工

单位组织身份的行为实践，而“工作辅助性活动沟通”主要针对的是派遣单位组织身份。工

作自主行为包括了派遣单位组织身份行为实践的“派遣任务选择”，用工单位的“工作成果

反馈”和“工作建言行为”。非正式人际互动包括针对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的组织身份行为

实践。最后，认知实践同样具有非对称性。“组织氛围感知”和“歧视觉知”的形成离不开

日常的接触和互动，主要是用工单位组织身份的认知实践。而组织价值观评价和组织成员感

知则是由两个组织身份实践产生的，是派遣员工对两个组织身份较为深层的认知。 

在修改稿中，我们主要调整了表 4（见修改稿第 12 页）、正文第 12-15 页对应概念的阐

                                                             
21 我们并未采用“矛盾”一词，主要是因为“矛盾”是针对同一个对象(target/object)而产生了两种对立的

认知或者情感(“Simultaneously opposition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orientations toward an object. Ambivalence 

includes cognition and/or emotion”)(Rohman et al., 2017)。但是，劳务派遣情境下，情感实践（包括下文中的

行为实践和认知实践）并非总是针对同一个对象——并不是只针对用工单位，或只针对派遣单位而产生

的。 



释，分析了派遣单位组织身份与用工单位组织身份在“情感”、“认知”和“行为”实践上的

相似点和差异点。另外，我们对“4.3 双重组织身份期望与体验的比较”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以更清晰地展示两个组织身份期望-体验比较的结果（见修改稿第 15-17 页）。 

 

参考文献： 

Rothman, N. B., Pratt, M. G., Rees, L., & Vogus, T. J. (2017). Understanding the dual nature of ambivalence: Why 

and when ambivalence leads to good and bad outcom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11(1), 33-72. 

 

意见 3： 

3.问卷调查结果、组织层面数据使用。（1）文章在“研究设计与方法”部分多次提到采用

问卷调查进行辅助检验，请在文章适当补充交代问卷调查结果是如何支持案例分析结论的？

例如，可以在 p7 样本基本情况中增加“组织身份认同情况”（派遣单位认同高、用工单位认

同高、双重认同、均不认同等），更清晰展示理论抽样中包括不同组织身份认同结果的样本。

（2）本文研究结果分析部分呈现的数据几乎全部来源于员工的感知，作者强调了组织层面

数据的收集过程，但并未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呈现，三角验证是如何实现的？组织层数据与员

工感知是否存在差距？建议适当补充一些组织层数据的具体使用情况，例如可以 p11-12 在

“双重组织身份体验”分析部分适当使用组织层数据。 

 

回应： 

我们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在本文的数据分析过程中，问卷调查及观察所获得的信息在辅

助理论抽样和支持研究结论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 

（1）问卷调查数据的使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基本信息中的相关因素（如婚

姻状况）等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我们在修改稿第 10 页进行了讨论，这里不再赘述。2）派遣

单位组织认同和用工单位组织认同的测量辅助我们验证双重组织身份实现和双重组织身份

破裂的案例归类和概念界定。双重组织身份实现的案例中，大多数呈现出高水平的派遣单位

组织认同和用工单位组织认同；而双重组织身份破裂的案例中，均呈现出低水平的派遣单位

组织认同和用工单位组织认同。我们在修改稿第 7-8 页的表 2 中补充了相应的信息，在第

24 页“4.6.2 双重组织身份破裂”中也增加了相关讨论。3）问卷题项“未来五年的职业规划”

显示，双重组织身份破裂的案例中，派遣员工常常会选择“以正式员工的身份工作”，而双

重组织身份实现的案例中，派遣员工常常会选择“继续以派遣员工的身份工作”。修改稿中，

我们在第 25 页进行了相应的补充。 

（2）派遣员工管理者的访谈文本数据。本文的数据分析主要以 34 位派遣员工的访谈

文本为主。除此之外，我们还访谈了 1 位劳务派遣单位的市场专员（编号为 A-1）、2 位用

工单位的人力资源经理（编号分别为 C-1、C-2）（见修改稿第 8 页）。我们对这三位受访者

的访谈文本进行了分析，以对本文理论模型中的概念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验证。例如，

双重组织身份体验中的“歧视觉知”，在 A-1 的访谈文本中发现用工单位确实存在对派遣员

工歧视的现象：“有些单位（用工单位）里面正式工确实看不起派遣工，这很正常……他们

（用工单位）会把正式工和派遣工直接区隔开，各方各面的，肯定是正式工好一些”（A-1-68）；

再如，双重组织身份体验中的“工作辅助性活动沟通”和“非正式人际互动”，在 C-2 的访

谈文本中也有相关讨论：“福利，比如生日礼品卡，是***（派遣单位的名字）来操作的。基



本上协商个日子，他们来公司发给员工”（C-2-25）、“大多（派遣工）参加团建活动，熟悉

了更好工作”（C-2-44）。C-2 还提供了一些 “双重组织身份破裂”的例子，例如，“生存问

题是很重要的，他们（派遣员工）很看重自己的收入和工资……对于有些派遣员工，有孩子

的，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赚钱，很看重重视安稳（‘养家求稳需要’）。可是大部分派遣单

位盈利模式可能就是一些不规范的操作，从工资里抽取提成、通过异地社保赚差价等等，很

多很多。我们之前不了解他们是怎么运作的，不懂，吃过亏……派遣过来的员工很不满很不

满（‘养家求稳需要’未满足）……他们觉得我们不重视他们，不相信他们，批评他们不能

够胜任工作（缺乏‘信任感’）……我们也想培训他们，资助他们考证，希望下一个项目的

时候他们还来。可是我们也是正常人，我们哪有那（么）多精力！我们也无奈呀！（‘曲线成

长需要’未满足）”。修改稿中，我们适当补充的这些管理者的访谈文本数据（见修改稿第

12 页的表 4、第 19 页、第 24 页）。 

（3）组织层面的数据。观察日志主要来自本文第一作者在一家全国性人力资源公司（以

下简称 X 公司）的实习经历，记录了 X 公司对派遣员工的具体管理实践，例如薪酬发放及

社保缴纳情况、档案管理、工作辅助性活动沟通、非正式的人际互动、劳动纠纷处理等，收

集了部分派遣员工的工资表、考勤表、劳动合同、职业申请表等资料。这些记录和资料在一

定程度验证本文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例如，①2021 年 11 月 10 日，记录了 X 公司对客户公

司（即用工单位）的分类管理：如果派遣员工属于黑名单22上的客户公司，工资常常会延迟

发放，这对应了【收入不确定性】标签。②2021 年 12 月 14 日，纪录了 X 公司一名市场部

员工和一名客服部员工与 2 名派遣至同一家用工单位的派遣员工沟通，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社保缴纳的政策；与此同时，③12 月 20 日汇总的 X 公司某地区的 53 项劳务派遣业务（即

53 家用工单位），全部包含了工资发放和社保缴纳的咨询与管理（“工作辅助性活动沟通”）。

④2021 年 12 月 28 日，记录了 X 公司为了减少派遣员工感知到“歧视觉知”而制定的关于

提升劳务派遣员工服务质量的举措。 ⑤2021 年 12 月 31 日记录了 X 公司市场部员工与部分

派遣员工的“非正式人际互动”——年终聚餐。在修改稿中，我们适当补充了派遣单位对派

遣员工的管理活动（见修改稿第 14 页）。 

 

意见 4： 

二、讨论及研究启示部分。请作者在讨论部分补充探讨以下问题：（1）当前理论模型的

适用范围；（2）外派员工建立双重组织身份这个过程大致所需要的时间（是否远少于外派员

工工作变动时间）；（3）在频繁更换工作的情况下，外派员工一定要建立双重组织身份吗？

为什么？ 

 

回应： 

十分感谢您的提醒和建议！我们仔细对比了本文关注的劳务派遣模式与其他劳务派遣模

式的区别与联系，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和实践经验来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回答。 

（1）当前理论模型主要适用于国内常雇型派遣。实际上我国实行的劳务派遣存在多种

                                                             
22 通常是有欠款经历的客户公司。 



模式（见下图），本文关注的是常雇型劳务派遣，是国内派遣中最为经典的 (曹可安, 2018)
23。

派遣员工从事的工作往往是一些具有替代性和辅助性的工作，派遣时间相对较长。临雇型或

短期劳务派遣是国内派遣的另外一种模式，派遣时间往往较短，例如 1~3 个月、2 周24。通

常，派遣员工在完成一个派遣任务后会在短时间内（如一周）安排到下一个派遣任务。涉外

派遣中：海内派遣是指把派遣员工派遣至在国内的外交使馆、外国机构等，海外派遣是指把

派遣员工派遣至国外就业的形式。虽然不同的派遣模式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劳务派遣员

工的双重组织身份的特殊性——互补性和动态性仍然是探索派遣员工组织身份的基本前提。 

 

单层派遣 

常雇型派遣 

临雇型派遣 

涉外派遣 

国内派遣 

海内派遣 

海外派遣 

多层派遣 

劳务派遣 

逆(向)派遣/置换型派遣 

再派遣 

 

图 劳务派遣的分类 

图片来源：改编自曹可安(2018) 

未来研究可以借鉴本文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探索平台企业劳务派遣和海外劳务派遣模

式。例如，“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海外派遣员工数量不断增加(张鑫, 2019)，但由于文化风

俗、语言、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使得这些派遣员工面临的双重组织身份问题更加复杂。

此外，除劳务派遣情境之外，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其他具有互补结构的双重身份的身份问题及

管理策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正文中本文理论模型的适用情况和推广并未做深入的讨论，我们在修改稿“6.2 局限及

未来发展”第 30 页增加了相关讨论。 

（2）本文研究情境下，派遣员工建立双重组织身份过程大致所需要的时间是 6 个月，

不少于派遣员工工作变动时间。在本文研究中，34 位派遣员工建立双重组织身份的过程所

需要的时间均不小于其派遣时间（即工作变动时间）。一方面，本文研究的是常雇型劳务派

遣模式，较之临雇型派遣模式，派遣时间相对较长。第一作者的实习观察也发现，常雇型派

遣模式下，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的时间通常是 1~2 年，对应的

派遣员工在用工单位的时间是 1~2 年。另一方面，我们在样本获取中对派遣时间进行了控制，

即不小于 6 个月。这样做的原因是以往研究组织社会化的学者认为新员工组织身份发展过程

需要经历 6 个月的时间(Cable et al., 2013)。而且，第一作者在劳务派遣公司实习的过程中，

一位专门负责派遣员工现场管理的市场经理认为派遣员工适应新的用工单位，了解单位文

化、价值观等，形成对组织比较稳定的看法，至少需要 4 至 6 个月的时间。因此，要想捕捉

                                                             
23 我们并未讨论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和《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中要求的或存在争议的劳务派遣模式（例

如“假外包、真派遣”、再派遣、逆派遣）。 
24 由弗布克管理咨询中心(2021)编著的《劳务派遣服务标准与业务规范》中详细介绍了晚间派遣、钟点派

遣和双休日派遣等临雇型派遣模式。 



到双重组织发展的完整过程，样本至少需要经过 6 个月的时间。 

（3）在频繁更换工作的情况下，外派员工是否需要建立双重组织身份还需要未来进一

步的探究，是本文研究的局限之一。首先，劳务派遣情境中，“频繁换工作”指的是短时间

（如 1 年）内经历了不同的派遣工作，或者是在一定时间内辗转多家用工单位，这种情况比

较符合临雇型派遣模式。比如，一些劳务派遣公司会储备园林绿化工程师，专门与大型企业

和政府单位合作完成短期（1~3 个月）的绿化项目。变换更频繁的可能是快递分拣员，他们

常常会在京东“618”或者双十一期间被派遣至不同的物流公司进行为其 1~2 周的派遣任务。

对于这些员工而言，他们与用工单位接触的时间比较少，但组织身份体验是需要时间来赋予

组织身份在“情感”、“行为”和“认知”上的知识，进而建立自我与组织的联系(Ashforth & 

Schinoff, 2016)。因此，临雇型派遣模式下，派遣员工对用工单位的知识可能停留在表层，

他们可能更愿意与用工单位保持一种弱联系(weak ties)，这有利于快速适应变换的工作

(Smith-Lovin, 2007; Litchfield, Hirst, & Van Knippenberg, 2021)。例如，对用工单位保持一种

中立认同(neutral identification), 有意识地避免极端的依恋 (Kreiner & Ashforth, 2004)，这就

要求对认同的刻画更加细致，而不仅仅是程度上的高低之分。与此同时，派遣员工对派遣单

位的认识和了解可能会随着派遣任务完成数目增多而加深，对派遣单位的组织认同可能会逐

渐增强。因而，这种情境下，派遣员工的双重组织身份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模式，这是一个

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未来研究方向。 

在修改稿中，我们在“6.2 局限及未来发展”部分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见修改稿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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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5： 

三、其他细节。请仔细检查其他细节，如 p18“A-1-39”并不在作者编码范围内。 

 

回应： 



十分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编号 A-1 是一位劳务派遣公司的市场专员，主要负责与

客户公司（即用工单位）谈合作和部分劳务派遣员工的日常管理。“39”对应的是这位受访

者访谈文本的段落编号。我们在正文第 12 页表 4 的注释中给予的解释说明。另外，我们仔

细查看了正文中的其他编码，检查编号与文本是否对应、每一个编号是否有对应的解释，以

确保它们的规范性和严谨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编委意见： 

经过修改，论文达到了学报的要求，同意录用。 

 

主编意见： 

该文选题比较新颖，也非常有现实价值。方法可靠，数据处理比较细致，几轮修改后论

文质量有较大提升。建议发表。 

 


